
行政院國家科學委員會專題研究計畫 期末報告 

 

轉型中國的城市住房改革--「重慶模式」之探討 

 

 
 
 
計 畫 類 別 ：個別型 

計 畫 編 號 ： NSC 101-2410-H-004-139- 

執 行 期 間 ： 101 年 08 月 01 日至 102年 07 月 31 日 

執 行 單 位 ：國立政治大學國家發展研究所 

  

計 畫 主 持 人 ：魏玫娟 

  

計畫參與人員：碩士班研究生-兼任助理人員：曾意辰 

 

  

  

  

  

公 開 資 訊 ：本計畫可公開查詢 

 
 
 

中 華 民 國   102 年 12 月 24 日 
 



 

中 文 摘 要 ： 中國城市住房改革經過了將近三十年的努力，從 1988年「全

國住房改革計畫」確認住房改革將有助於中國經濟與社會的

進一步發展、1990年第八個「五年計畫」中的「住房改革解

決方案」、1994年的「深化城鎮住房改革決策」、到 1998

年實施「住房貨幣化政策」取代了原本以住房補貼為主的福

利住房制度，許多城市居民因為無力租用或購買市場住房而

依舊仰賴單位提供住房。儘管「住房公積金的設置」、「公

房出售」、「倡導可轉售住房交易」、「房租改革」與「供

應廉租房」等創新制度的設計的確提升了城市的居住水準，

也成功地改變了城市的面貌，同時並提升若干地方土地與住

房的價值，但是「單位」與「戶口」這兩個中國社會主義的

制度遺緒相當大程度減損了中國城市住房改革創新措施所可

能發揮的正面作用，反而成為城市住房分配不均等問題的主

要制度因素。本研究旨在探討中國城市住房改革的「重慶模

式」，從制度演變/制度分析的角度，透過對重慶的個案研究

來嘗試回答以下問題：中國的城市住房改革是如何受到「單

位」與「戶口」制度路徑依賴的影響？是什麼原因導致中國

改革開放以來旨在改善城市治理並解決住房問題的城市住房

改革失敗，甚至導致社會不平等的出現與惡化？是「市場」

的限制與失靈還是轉型經濟中城市發展的必然後果？面對住

房商品化/市場化所導致高房價以致城市一般居民無力購房的

情況，中國政府是否調整或改變其以市場化為導向的城市住

房政策原則而再次強調過去社會主義制度下國家在提供（福

利）住房上所應擔負的責任？「重慶模式」與其他城市（如

上海）住房改革政策不同之處與優缺點為何？更進一步，在

「重慶模式」之探究以及重慶與其他中國城市（如上海）住

房改革之比較研究的基礎上，本研究嘗試進一步比較中國城

市住房政策與其他國家（主要是東亞資本主義國家跟東歐前

共產主義國家）的改革經驗，從制度轉型的角度來探索，中

國在社會主義市場經濟原則下強調「自主創新」的制度轉型

是否可能在理論上建立一個「社會主義發展型國家」的模

式。 

中文關鍵詞： 中國、城市住房改革、重慶模式、自由主義社會主義、社會

主義發展型國家 

英 文 摘 要 ： Three decades after China launched its marketisation/ 

commodification-oriented urban housing reform 

｀housing｀ remains a pressing issue for China｀s 

urban governance. Housing reforms have been 

implemented to improve China｀s urban governance. 

Whilst the housing and residential quality and the 



urban landscape have been greatly improved, thanks to 

the implementation of various innovative housing 

policies, the skyrocketing prices in many big cities 

such as Shanghai and Beijing have contributed to the 

emergence of housing inequity. Many urban dwellers 

are stuck in the ｀housing trap＇. Under the 

socialist ideology, public housing provision is an 

important element of socialist welfare system. Under 

such system, the state is the main provider of 

housing and the state employees are the main 

beneficiaries of the welfare housing system. The two 

main socialist institutional legacies in China-- the 

｀household registration (hukuo)｀ and ｀work unit 

(danwai)｀-- are thought to have caused the failures 

of China＇s urban housing reform. Through an 

investigation of the so-called ｀Chongqing model＇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institutional evolution/ 

analysis, this research is attempted to answer the 

following questions: what are the impacts of 

｀household registration＇ and ｀work unit＇ systems 

upon China＇s urban housing reform? Is the emergence 

and exacerbation of urban housing inequity in China 

the result of market failure or the inevitable 

consequence of urban development in a transition 

economy? Facing the problem of housing inequity, is 

it likely that the Chinese authorities will re-orient 

its marketization-oriented policy and move towards a 

system closer to the welfare housing system? What are 

the significant differences of the ｀Chongqing 

model＇ from others in terms of institutional 

innovation? What are the merits and drawbacks of the 

｀Chongqing model＇? Is it possible for the 

｀Chongqing model＇ to be applied to other cities? 

Based on the findings of the exploration of the 

｀Chongqing model＇ and the comparative studies of 

Chongqing and other cities such as Shanghai, this 

research is further attempted to compare the 

experiences of urban housing reform of China and East 

Asian capitalist countries and former East European 

communist countries. Through cross-national 

comparative studies, this research is also attempted 

to explore the possibility of developing a model of 



socialist developmental state. 

英文關鍵詞： China, urban housing reform, Chongqing model, liberal 

socialism, socialist developmental state 

 



轉型中國的城市住房改革--「重慶模式」之探討 

 

前言：作為城市治理手段與經濟成長引擎的住房改革 

 

中國的城市住房改革經過了將近三十年的努力，從 1988 年「全國住房改革

計畫」確認住房改革將有助於中國經濟與社會的進一步發展、1990 年第八個「五

年計畫」中的「住房改革解決方案」、1994 年的「深化城鎮住房改革決策」、到

1998 年實施「住房貨幣化政策」取代了原本以住房補貼為主的福利住房制度，

許多城市居民因為無力租用或購買市場住房而依舊仰賴單位提供住房，整體而言

住房短缺問題依然存在。儘管「住房公積金的設置」、「公有住房的出售」、「倡導

可轉售住房的交易」、「房租改革」與「供應廉租房」等創新制度的設計的確提升

了城市的居住水準，也成功地改變了城市的面貌，同時並提升若干地方土地與住

房的價值，但是中國社會主義的制度遺緒（institutional legacy）主要是「單位」

與「戶口」制度，相當大程度損減了中國城市住房改革創新措施所可能發揮的正

面作用，甚至成為城市住房改革所衍生之分配不均等問題的制度因素。（Lee, 2000; 

Wang, 2000 & 2004;賈康、劉軍民，2009） 

 

中國決定進行城市住房改革，主要是因為國家作為「福利住房」（welfare 

housing）舊制度下的「公共福利提供者」並沒有辦法有效率且均等地透過「單

位」（work units）來分配住房，而導致各種住房問題包括城市住房短缺、城市居

民的居住條件差、每人可居住的空間狹小、住房分配不公平等問題的出現與惡化。

對於如何解決這個治理的問題，多數研究建議只有透過將城市住房商品化、發展

房地產市場，才能真正解決前述住房問題。 

 

城市住房改革是中國社會與經濟轉型的重要內容，改革涉及國家或地方（市）

政府所擁有的住房存量（housing stock）的移轉，亦即透過「市場」或「準市場」

的工具將這些住房存量由國家或政府手中移轉到個人。1949 年到 1978 年之間，

在社會主義意識型態下，「私有住房」被批評為資本主義制度的產物；為了滿足

勞動力的住房需要，投資建造房屋因此被視為是國有企業的一項重要資本投資。

在 1949 年到 1990 年之間，中國城市與城鎮的住房總面積約 1 億 9800 萬平房公

尺，其中 1 億 7300 萬平方公尺（約 87％）為公部門或集體部門所建造，只有約

2500 萬平方公尺的住房（約 13％）為個別家庭所建造。 

 

改革開放前，城市住房的提供（建造）與分配與單位制度是連結在一起的，

住房的建造與分配取決於家戶長在所屬單位中的輩份/資歷以及職位。單位制度

本身就會導致嚴重的分配不平等問題，因為根據資歷與職位而定的住房分配恰恰

反映出組織內部的不平等權力關係；以商品化/市場化為原則的住房深化改革所



導致的城市住房資源分配不均等，也跟單位內部的不平等結構因素密切相關。中

國進行城市住房改革的目的是多重的，但如前所述，解決沒有效率、不均等的住

房分配以及改善城市居民的生活環境條件是其中的兩個重要目的。但是中國城市

住房改革的首要目的仍在於「如何將既有的住房存量再資本化以促進中國整體的

經濟現代化」。 

 

面對內生於中國社會主義經濟的住房低度投資（recoverable housing 

investment）與住房短缺問題，中國政府採行了將住房提供「商品化」跟「去中

心化」（decentralise）的政策；1980 年代 1990 年代之間，中國逐步實行城市住

房私有化與市場化，住房提供由中央分配預算逐漸轉變為由國家（「單位」）、地

方政府與個人（家戶）共同進行的投資（shared investment）。90 年代初期，當

中國進一步發展出口導向型經濟時，中國政府也實施了全面性的城市住房改革政

策，目的在於將房產部門的發展作為累積資金的重要手段，外資也自此逐漸增加

對中國城市不動產市場的投資，促使中國城市出現前所未見的「建築熱」。 

 

中國城市住房改革的第一個十年，其過程基本上是謹慎且漸進的；但是在幾

個選定的城市（上海、北京、廣州）所進行的住房改革實驗成功之後，中國政府

決定在全國城市進行相同的住房改革。這裡所謂的實驗「成功」，主要是從「房

租的增加」跟「公租房的出售」來看。1988 年的「全國住房制度改革工作會議」

確認住房改革將帶來經濟與社會效益，會議制訂「全國住房制度改革計畫」，其

目標為在社會主義經濟下實現住房市場化。當時的住房改革跟薪資、配給制度的

改革是連結在一起的；當時中國中央政府採行的住房改革政策工具包括「提租補

貼」跟「出售公房」。這個時期中國城市住房改革的重要成就為「住房的社會化」，

亦即透過「提租補貼」將住房分配制度跟國有企業脫鉤。然而，這個過程仍有「不

公平」的問題存在，主要是規模與收入不同的國有企業之間的不公平問題；規模

大、收入多、擁有較多住房存量的國有企業會比規模較小、收入較低、住房存量

較少的國有企業獲益多，因為前者可以賺取房租跟補貼之間的價差，而後者則可

能面臨補貼多於房租收入所產生的赤字問題。 

 

1989 年發生的天安門事件延緩了中國改革開放以來以商業化為導向的城市

住房改革進程，但是住房改革在之後繼續進行。一般認為，中國城市住房改革的

分水嶺為 1991 年五月中國國務院公開宣布支持「上海住房改革計畫」；在之前房

租補貼政策的基礎上，上海實施了「綜合式」的住房改革，力圖結合住房公積金、

房租補貼跟住房債券發放等種種政策努力，創造了所謂的「上海效應」，也引發

許多其他城市爭相模仿上海模式。「上海模式」的兩項主要政策為內容為：一、

住房的發展必須反映出城市居住條件的持續改善；二、政府必須開始將住房建設

的財政負擔由中央政府跟單位移轉到個人與市場上面，政策最終的目標為在

2000 年前將國家的住房提供完全商業化。 



城市住房自有金融化及其社會經濟後果 

 

住房改革之前，中國城鎮居民幾乎都是無產者，住居的需求主要依賴以國家

和事業、企業單位統包、低租金為特點的實物福利分房制度。但是低租金福利制

沒有辦法達到以租養房的目標，加重國家財政和事業企業單位的負擔，也因此無

法實現住房建設改革的良性循環；隨者城市規模的擴大與城鎮人口的增長，也造

成中國城鎮住房的嚴重短缺。城市住房改革通過大量公房出售及房產市場的快速

發展，目前多數中國城鎮居民都屬於「有房產階級」。由於改革當年的公房出售

並不是以收入為劃分標準，而是跟單位制度密切相關，各種公務人員、事業與企

業單位職工都有權利以很低的成本價購買住房產權，所以目前中國各個收入階層

城鎮居民的住房自有率都不低。（劉琳等，2011，頁 2）但是在城市房產成為投

資客的投資標的因而價格高漲之後，對於入城工作卻無城鎮戶口的居民來說（特

別是農民工）與年輕人來說，住房自有卻是遙不可及的夢。 

 

住房自有率是國際測量住房所有權的重要指標；住房自有率反映了住房市場

的產權結構與消費結構，會受到一個國家之經濟水準、社會傳統文化、住房政策、

人口分佈等因素的影響。根據統計資料，1980 年代，中國城鎮戶籍居民家庭擁

有的自有住房率少於20%；2005年，城鎮戶籍家庭的自有住房中房改房佔60.6%，

最低收入戶的住房自有率也超過了 70%；（劉琳等，2011，頁 3）2007 年，中國

城鎮家庭住房自有率達到 82%。（Huang & Yi, 2011）根據 Huang & Yi 的研究，隨

著快速增加的所得收入以及房產市場蓬勃發展時投資房產的高獲利，中國城鎮家

庭擁有第二甚至第三套房的比率從 2002年的 6.6%上升到 2007年的 15%。（Huang 

& Yi, 2011）筆者人為上海住房改革研究計畫在今年（2011 年）八月至上海所進

行的訪談結果也印證了這個現象；幾乎所有訪談者在答覆上海房價高漲的相關問

題時都提到自己（家庭）擁有第二套房，隨行協助訪談的一位上海復旦大學學生

也在閒談中提到其家人共有兩套房。根據筆者的訪談，受訪者家中擁有兩套房的

利用情況主要為以下兩種：一種是目前全家同住一房，通常是新購住房，將舊住

房出租；另外一種情況則是父母住一房，成家的子女住一房。 

 

隨著中國住房改革的不斷深入與推進，中國城市住房供應最終實現了由「福

利住房」轉變為「住房私有」制度。從「福利」到「市場」的根本性轉變具有多

重意義；例如，它實現了住房投資與供應主體多元化、減輕政府財政壓力、改善

城鎮居民的住房狀況、促進房地產發展與繁榮而帶動中國整體經濟成長等等。（朱

亞鵬、肖飛飛，2008，頁 130）中國住房制度改革確立了房地產市場作為住房資

源配置之基礎機制的方向，但是低收入家庭由於支付或住房消費能力不足，難以

透過住房市場自行解決住房問題而被排除在市場之外。（賈康、劉軍民，2009，

頁 169）城市住房改革是一個經濟議題，但同時也是一個政治社會議題；然而，

在中國「市場化導向」的城市住房市改革過程中，住房政策被片面與不當地理解

為「房地產經濟與產業政策」；在過度強調與重視城市住房改革做為都市「成長



機器」所（能）發揮的經濟效益之情況下，而忽略了住房政策所（應）具有的社

會保障功能。房地產投資過熱、住房供應結構失衡、房價居高不下等問題使城市

中大量的中低收入戶陷入所謂的住房困境中。 

 

在經濟水準仍然不高的情況下，中國居民收入差距的變化表現在住房上是低

收入階層的住房面積與質量相對較差，住房改善的支付能力相對不足，這個住房

問題特別體現在大城市的城市貧困人口之處境上。（劉琳等，2011，頁 3）在中

國許多城市低收入家庭的基本住房需求沒有辦法滿足、或所謂城市住房貧困

（housing poverty）/ 住房不平等（housing inequality）現象仍普遍存在甚至越來

越嚴重的情況下，（參考： Huang & Jiang, 2009; Huang, 2005; Wang & Murie, 2000）

中國城鎮戶籍家庭擁有兩套房的比率卻呈現上升的趨勢，的確使得既存的住房不

平等問題更加惡化。（Huang & Yi, 2011） 

 

新自由主義全球化下，中國為了維持全球經濟競爭力進行經濟重構

（economic restructuring）所產生的嚴重失業問題導致城市新貧階級的出現，而

以「住房市場化」、強調私人房產投資為主的城市發展策略，進一步導致這些失

業新貧階級的邊緣化與社會排除。（Wu, 2001; 2006a; 2006b）中國的快速經濟成

長伴隨著社會不平等；改革開放至今，中國已經從一個最平等的亞洲國家變成一

個收入不平等遠超過其他多數亞洲發展中國家的地方，家戶收入的 Gini 係數從

1980 年代的 0.33 劇升至 2003 年的 0.454，貧富差距情況不僅比多數富裕的資本

主義國家嚴重，也比許多貧窮與轉型經濟還要嚴重，包括俄羅斯。（Lin, 2006）。

根據中國官媒新華網報導，中國 2012 年的 Gini 係數上升為 0.474。（BBC 中文網，

2013/01/18）在中國社會主義經濟轉型脈絡下，作為總體經濟政策重要一環的城

市住房政策，其改革在相關配套制度不完整（例如戶口制度的改革、多層次住房

保障制度的完善等）、深受新自由主義意識型態（強調住房商品化/市場化的改革

與居民的住房自由選擇權利等）影響惡化了社會不平等。 

 

在中國經濟成長獨霸全球、在最近一次全球金融危機期間仍維持平均兩位數

的經濟成長率、且超越日本成為世界第二大經濟體的同時，上海、北京、廣州等

大城市的高房價不僅引起中國政府對經濟過熱與泡沫化的擔憂，也如電視劇《蝸

居》的劇情所描寫的，引發城市居民對無力購屋的抗議與無力感。當 90 年代中

期中國各地開始大規模地進行城市化或城市開發的時候，自 70 年代末開始的經

濟改革，由效率優先原則所導致的社會不公問題已經被國內外輿論界和知識界建

構為一個突出的中國問題；而隨著中國「舊城改造」、「城市更新」、「城市擴展」

等運動的大規模開展，城市開發的空間公平問題也受到質疑。當然，對於中國的

城市開發體制、開發運動來說，真正構成價值觀念正面壓力的是：「住房不公」

不僅受到源自社會主義記憶的公平觀念的質疑，也受到「住房權」這些現代的普

遍價值的否定，而住房保障制度在現今各國包括已開發國家跟前社會主義國家俄



羅斯、甚至印度這樣的開發中國家都是社會保障的內容之一。在這些價值的對照

之下，「為有錢人造房」、以級差地租原則重新安排各階層空間秩序從而讓土地/

空間利益極大化的中國城市開發，不可避免地會遭受來自公平正義價值的質疑與

批判。（陳映芳，2008） 

 

「和諧社會」論述脈絡下城市住房改革「重慶模式」的出現 

 

住房改革與和諧社會發展目標 

 

在中國以「住房商品化與私有化」為主要政策原則的城市經濟快速發展下，

房地產及相關產業做為城市「成長機器」帶動中國整體經濟發展的正面影響廣泛

受到學界跟實務界的關注跟研究，但城市高房價所導致的多數城鎮居民所面臨的、

同時也攸關中國未來社會發展的「住的問題」顯然被忽略了。直到 2000 年中期

之後，中國城市住房改革所導致的社會經濟不平等才逐漸受到關注；2006 年 10

月中共中央委員會第六次全體會議中確立以「構建社會主義和諧社會」為國家發

展目標，顯示出中國政府意識到因為經濟快速發展所導致的社會貧富差距問題不

僅可能影響中國持續的經濟發展、也可能危及中國共產黨的統治正當性，而調整

其國家發展戰略目標，在持續堅持改革開放的原則下，也堅持「必須正確處理改

革發展穩定的關係」，「把改革的力度、發展的速度和社會可承受的程度統一起來，

維護社會安定團結，以改革促進和諧、以發展鞏固和諧、以穩定保障和諧，確保

人民安居樂業、社會安定有序、國家長治久安。」（新華網，2006. 10. 18） 

 

2007 年 10 月 15 日中共召開第十七次全國人民代表大會，以實現全面建設

小康社會為奮鬥目標，其中一項新要求為「加快推進以改善民生為重點的社會建

設」，強調「必須在經濟發展的基礎上，更加注重社會建設，著力保障和改善民

生，促進社會公平正義，努力使全體人民住有所居。」是年國務院提出《關於解

決城市低收入家庭住房困難的若干意見》，強調：「住房問題是重要的民生問題。

黨中央、國務院高度重視解決城市居民住房問題，始終把改善群眾居住條件做為

城市住房制度改革和房地產業發展的根本目的。20 多年來，我國住房制度改革

不斷深化，城市住宅建設持續快速發展，城市居民住房條件總體上有了較大的改

善。但也要看到，城市廉租住房制度建設相對滯後，經濟適用住房制度不夠完善，

政策措施還不配套，部分城市低收入家庭住房還比較困難。」而提出「進一步建

立健全城市廉租住房制度」與「改進和規範經濟適用房制度」等意見。（2007 年

《國務院關於解決城市低收入家庭住房困難的若干意見》） 

 

2008 年，在全球經濟面臨金融危機的脈絡下，國務院辦公廳發佈《國務院

辦公廳關於促進房地產市場健康發展的若干意見》，提出包括「加大保障性住房

建設力度」在內的四項意見；其他三項意見是：「進一步鼓勵普通商品住房消費」、

「支持房地產開發企業積極應對市場變化」、「強化地方人民政府穩定房地產市場



的職責」。在加大保障性住房建設這一項，主要內容為爭取用三年的時間來根本

解決城市低收入住房困難家庭住房及棚戶區改造問題；一是透過加大廉租住房建

設的力度和實施棚戶區（危舊房、筒子樓）的改造，二是加快實施國有林區、墾

區、中西部地區中央下放地方煤礦的棚戶區和採煤深陷區民房搬遷維修改造工程，

三是加強經濟適用住房的建設，來分別解決城市低收入家庭、棚戶區住房困難家

庭的住房供給問題。另外一項重要內容則是「開展住房公積金用於住房建設的試

點」；為使住房公積金充分發揮其效益，選擇部分有條件的地區進行試點，在確

保資金安全的前提之下將本地區部分住房公積金閒置資金補充用於經濟適用房

等住房之建設。（2008 年《國務院辦公廳關於促進房地產市場健康發展的若干意

見》）2009 年國務院的政府工作報告中「促進房地產市場穩定健康發展」一項的

內容除了強調採取夠積極有效的政策措施以穩定房地產市場、推動房地產業平穩

有序的發展之外，也強調加快落實和完善促進保障性住房建設的政策，爭取以三

年的時間解決 750 萬戶城市低收入住房困難家庭和 240 萬戶林區、墾區煤礦等棚

戶區居民的住房問題。（2009 年 3 月《國務院政府工作報告》） 

 

「中國城市房價高漲、超出老百姓可負擔範圍」已是廣被承認的事實；中國

住房和城鄉建設部副部長齊驥 2009 年三月接受訪問時就坦言，2008 年中國一半

以上的省會城市平均房價每平方公尺超過人民幣 4000 元，而 2007 年中國城鎮職

工的人均收入為 2 萬 4721 元；雖然 2008 年的人均收入較 2007 年提高，但是大

部分人，特別是人口相對集中的東部城市，還是很難買得起房子。齊驥進一步表

示，中國計畫在 2009 年解決 260 萬戶低收入家庭的住房問題，其中 70%將透過

政府提供住房來解決（中央社，《中國大陸房價高 超出老百姓可負擔範圍》）根

據中國房地產業內人士表示，廣州的房價為居民年均收入的 10.2 倍，遠遠超出

國際一般情形，而「房奴」一詞的流行，正說明了高房價對老百姓所造成的經濟

壓力。（《聯合報》，2009 年 12 月 11 日） 

 

在各大城市房價高漲的情況下，一來為了避免房市泡沫化拖垮經濟，二來為

了滿足城市居民的住房需求，中國中央政府「出於政治穩定和經濟均衡的國家需

求，在扮演道義權威角色、強調公正價值（住房保障）的同時，一次次試圖以宏

觀經濟調控、政治增壓等方式來推動城市住房保障、控制城市房價」。（陳映芳，

2008）從 2009 年開始持續至今，考慮採取種種方式例如信用管制、開徵房屋稅

等來「打房」以期抑制房價上升、甚至降低房價，成為中國為求國家持續發展的

重要政策之一。上海市長韓正也在一場國際企業家諮詢會議上重申上海市政府打

房的決心；他坦言，上海的房價實在過高，房地產領域的過度投資和投機已經嚴

重扭曲房地產基本的居住功能。他指出，上海出台的「十二條調控細則」（所謂

「滬 12 條」）就是要還給房地產「以居住為基本功能」的本來面目。（《中國時報》，

2010 年 10 月 11 日；《中國時報-中時理財》，2009 年 12 月 11 日） 

 

中國城市住房保障制度與政策體系 



 

「住房保障」的概念出現在公共與政府政策討論中，不僅反映出住房不平等

問題的嚴重性，也顯示出中國政府修正其城市住房政策原則—由著重住房政策作

為經濟產業政策轉為兼顧住房作為主要社會計畫（social project）之一，強調住

房保障的重要性。在中國的脈絡下，住房保障的涵義包括：一、住房保障是社會

保障的一部份，保障程度與整個社會保障理念有關，以基本保障為基礎的社會保

障體系決定了我（中）國的住房保障也只能是低水準的基本保障；二、住房保障

是保障「人人有房住」而不是「人人有住房」；三、住房保障的目標是確保每一

個公民都能夠獲得基本和公平的住房機會，保障住房的要素則包括住房面積和住

房質量；四、住房保障應面向城鎮常住人口而不僅僅是戶籍人口；五、政府建造

的公共住房捍衛解決低收入家庭滿足基本住房需求的住房補貼都屬於住房保障

的內容，但出於促進經濟發展的考慮而鼓勵住房私有的住房補貼並不是保障的內

容；六、以「鼓勵買」為主的經濟適用房政策和雙限商品房等政策屬於上述住房

保障的定義範疇，僅廉租房（合併經濟租賃房）為嚴格定義下的社會保障房。（劉

琳等，2011，頁 2-5） 

 

2002 年，中共在十六大的報告提出「建立健全同經濟發展水平相適應的社

會保障體系」；中央關於社會保障體系的論述強調中國的社會保障體系以基本保

障為基礎，主要是因為中國生產力落後的狀況並沒有根本的改變，因此決定了中

國（尚）沒有條件採行類似西方國家的高社會福利制度，也因此只能提供基本的

住房保障。「人人有房住」而非「人人有住房」的住房保障政策原則與目標，則

是強調住房保障政策基本上是保障窮人保持和滿足基本的生活條件（最低標準的

住房需求），確保沒有人流離失所，而不是保障人人有住房資產並享受資產增值

的效益。公平的住房機會所涉及的住房保障要素則有體面的住房、良好的社區環

境、接近的就業機會等；至於住房保障應該面向城市常住人口而不是戶籍人口的

理由，主要是著眼於城市經濟的持續發展有賴人力資本的積累，這種人力資本的

提升可以為快速城市化進程中產業的發展提供必要的、低成本的勞動力，因此為

城市低端遷移人口提供必要的基本的住房條件是政府不可推卸的責任。（劉琳等，

2011，頁 2-4。） 

 

在住房保障制度改革相關討論中，有鑑於以往住房政策所產生的種種負面影

響主要是住房保障並沒有保障到最需要保障的那群人，城鎮住房保障對象範圍的

合理界定因此是影響中國住房保障制度成效的重要因素。有關住房保障覆蓋率

（coverage）的問題，歐美已開發國家與亞洲的新興國家的住房保障範圍主要包

括兩種類型：一種是新加坡、瑞典等高福利國家，其住房保障幾乎涵蓋全國國民，

例如新加坡有 90%的家庭住在組屋；這些國家所採行的政策稱為「普遍的住房保

障政策」，中國在改革開放前對城鎮居民實施的食物分配、低租金制度住房福利

也是屬於這種性質的住房保障政策。另外一種類型是以美國為代表的已開發國家，

基本上是將中低收入家庭納入住房保障的對象；這種住房保障政策為「有限的住



房保障政策，為目前絕大多數市場經濟國家所採行的政策。此外，住房保障對象

範圍之界定也可分為兩個階段：在早期住房短缺的階段，住房保障對象的涵蓋範

圍很大，幾乎包括所有國民；在居住升級的階段，亦即普遍不存在住房短缺問題

（反映在高住房自有率上）的階段，則住房保障涉及的問題是如何滿足低收入家

庭的住房改善要求和新增家庭的住房需求。（劉琳等，2011，頁 13-4）上述中國

城市新增家庭的住房需求，一般被稱為推升上海等一線城市房價的剛性需求。 

 

中國現行的住房保障政策體系由經濟適用房政策、廉租房政策、住房公積金

政策、政府和事企業單位對職工的住房補貼政策、針對社會「夾心層」人群的所

謂經濟租賃房與「雙限商品房」等政策共同構成。以下針對中國保障性住房體系

包括「經濟適用房建設政策」、「廉租房政策」以及「雙限商品房與經濟租用房建

設政策」進行說明： 

 
1. 經濟適用房建設政策： 

 

經濟適用房建設政策是 1990 年代初期加速推進住房商品化的背景下所

制訂的；經濟適用房從性質來看是兼具社會保障性與商品性特徵的政策性住

房。從中國已頒佈的相關文件來看，經濟適用房的供應對象在早期是「中低

收入」或「中等收入」人群，目前則是以「低收入」人群為主，這都具有政

府為特定人群提供住房保障的特性；但是另一方面，經濟適用房的適用者或

擁有者在購買一定年限並向政府繳納一定比例的收益之後，即可按市場價格

出售該房並享有相應收益，也因此同時具有商品房的性質。（劉琳等，2011，

頁 104）1994 到 1997 年被認為是中國城市住房改革「全面推進/全面改革」

或「深化改革」的階段；（洪亞敏，1999；朱亞鵬、肖飛飛，2008） 

 

1994 年初中國國務院公布了《關於繼續加強固定資產投資宏觀調控的通

知》，由於先前階段的經濟改革成功地透過新的管理制度與市場機制加速經濟

成長，中國中央政府遂進一步推行預算、財政、宏觀經濟管理、企業與勞動

制度等各方面更基本的改革，這項基本改革的重點為國有企業改革，旨在增

加國企的可課責性（accountability）跟效率。（Chen and Wills, 1999, p.129）同

年 7 月中國國務院公佈實施了《國務院關於深化城鎮住房制度改革的決定》，

該「決定」指出「實現住房商品化、社會化；加快住房建設，改善居住條件，

滿足城鎮居民不斷增長的住房需求」是住房政策改革的根本目標；房改的根

本目的是要建立與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相適應的新的城鎮住房制度，住房制度

改革的方向逐漸清晰：即是從以公有制為主的、無償的、行政分配為主、福

利性住房制度轉變為以市場供應為主的、私有制為主導的、商品化的市場住

房分配制度。（洪亞敏，1999；Lee,2000；朱亞鵬、肖飛飛，2008；朱亞鵬，

2010） 

 



在《國務院關於深化城鎮住房制度改革的決定》中，中國政府首次提出

要建立以中低收入家庭為對象的、具有社會保障性質的經濟適用房供應體系

的政策。同年 12 月由建設部、國務院住房制度改革領導小組、財政部聯合發

佈的《城鎮經濟適用住房建設管理辦法》將經濟適用住房正式定義為「由相

關部門向中低收入家庭的住房困難戶提供按照國家住房建設標準而建設的價

格低於市場價的普通住房」，由此中國的經濟適用房制度正式產生。1995 年

中國開始在部分城市進行以「安居工程」為核心的經濟適用房建設試點；1998

年 7 月，國務院頒佈《關於進一步深化城鎮住房制度改革加快住房建設的通

知》，正式提出「建立和完善以經濟適用房為主的住房供應體系」之後，經濟

適用房建設開始在全國展開。2007 年 8 月國務院發佈《關於解決城市低收入

家庭住房困難的若干意見》之後，經濟適用房的供應對象被明確規定為城市

低收入住房困難家庭，並與廉租住房保障對象銜接。 

 

這項全面性的深化改革政策從住房的投資、管理與分配等制度進行改革，

旨在：一、建立一個包含「社會住房供應」與「商品房供應」體系並存的「雙

軌」住房提供制度；前者主要是供應經濟適用房給中低收入家庭，後者供應

相對高價的商品房給高收入家庭。二、建立公積金制度。三、發展住房金融

與住房保險，建立政策性和商業性並存的住房信貸體系。最後則是建立一個

健全的、標準化的與受到規範的房產交易、維修與管理市場。（洪亞敏，1999，

頁 135-6；Wang, 2004, pp. 90-91） 

 

《關於解決城市低收入家庭住房困難的若干意見》中有關「公積金制度」

的設立與「安居工程方案」的實施，對一般城市家庭參與新的住房市場有很

大影響。公積金制度是由雇主與職工共同提撥一定比例的資金而成的儲蓄基

金，職工的部分由其月薪提撥 5%到 10%不等的薪水；這些儲蓄基金只能用於

購買住房或房屋維修，只有在職工退休之後，這筆基金才能挪作他用。至於

「安居工程方案」則是從 1995 年二月開始實施，計畫在原有住房建設規模基

礎上新增建築面積 1.5 億平方公尺作為社會化住房的建設，以五年的時間完

成。安居工程由國家（中央政府）無息貸款 40%、城市配套資金 60%的比例

籌集，後者主要為房改資金；所需建設用地則由所在地城市人民政府按行政

劃撥的方式供應，並相應減免有關費用，住房建成之後直接以成本價出售給

中低收入家庭，且優先出售給「無房戶」、「危房戶」跟「住房困難戶」，不出

售給高收入戶。（洪亞敏，1999，頁 135-7；Wang, 2004, p. 90） 

 

2. 廉租房制度： 

 

廉租房制度是在 1990 年代末期隨著中國取消住房事物分配、全面推進住

房貨幣化和市場化的政策環境下逐步建立起來的。1998 年至 2007 年中國城



市住房改革的重點為「住房/住房分配貨幣化」；經過近三十年的城市住房改

革，住房制度的不斷深化的確改善了城鎮居民的居住條件，但是漸進的改革

並沒有觸及原有住房體系的核心分配機制，亦即福利住房制度事實上持續存

在，多數的城市居民仍然依賴單位供應住房而不是透過市場來解決住房問題。

改革過程中單位繼續介入住房供應而使政治權力與單位行政職別依舊影響著

住房的分配，以及職工個人對單位的依賴有增無減、大部分城市居民仍無力

支付商品房，都導致了住房市場的嚴重扭曲，且使住房分配不公的問題惡化。

由於舊有的福利住房制度持續存在，導致享有極大折扣的內部公房市場和實

行開放市場價格的商品房市場並存的現象；論者認為，雙軌制不僅阻礙了住

房改革的進一步深化與房產市場的健全發展，且加遽了住房的不平等。（朱亞

鵬，2010，頁 79） 

 

為了解決這些問題，中國國務院於 1998 年 8 月公布了《關於進一步深化

城鎮住房制度改革加快住房建設的通知》，明確提出：停止住房實物分配，逐

步實行住房分配貨幣化；建立和完善以經濟適用房為主的多層次城鎮住房供

應體系；發展住房金融，培育和規範住房交易市場等。（洪亞敏，1999，頁

139；朱亞鵬、肖飛飛，2008，頁 129；林堅等，2009；朱亞鵬，2010，頁 79-80）

其中，「住房分配貨幣化」被認為是比之前所推行的房改政策更具爭議性的措

施；透過直接提供住房現金補貼，中國過去實施的福利分房制度宣告終止，

而福利分房制度的終止則是代表著過去存在於個人與國家（單位）在住房問

題上的「臍帶」被切斷、國家（單位）與住房建設與分配系統徹底脫鉤。（林

堅等，2009，頁 220） 

 

政府不再提供住房而是透過增加工資、提高住房補貼和住房公積金制度

的推行等形式，讓居民透過購房與租房行為參與商品房市場來滿足其居住的

需求；換句話說，政府將保障住房權的責任推向社會跟居民本身，形成以市

場為基礎的住房供應與保障模式。（朱亞鵬，2010，頁 80）在前述「住房分

配貨幣化」的政策背景下，中國國務院首次提出要求各級政府建立針對困難

家庭的廉租住房政策。1999 年，建設部頒佈《城鎮廉租住房管理辦法》，正

式確立中國城鎮廉租住昂供應體系的政策框架，隨之在上海、北京、天津、

廣州、重慶、成都、杭州、長春、深圳、廈門等城市展開試點工作。根據相

關統計資料，至 2005 年底為止，中國 291 個地級以上城市中已經有 221 個城

市實施廉租房制度，佔地級以上城市的 75.9%；全國累計用於最低收入家庭

住房保障的資金為 47.4 億人民幣，有 32.9 萬戶最低收入家庭被納入廉租住房

保障範圍。2007 年國務院又發佈《關於解決低收入家庭住房困年問題的若干

意見》，要求在該年底前所有設區的城市要對符合住房困難條件規定、申請廉

租住房租賃補貼的城市低保家庭做到「應保盡保」，次年（2008）底所有縣城

要做到應保盡保。（劉琳等，2011，頁 105-6） 



 

目前中國各地向低收入或最低收入家庭所提供的廉租住房的方式主要有

三種方式：一、租金補貼配租的方式：即政府為符合條件之家庭按規定的配

租標準發放補貼租金，由低收入住房困難家庭在市場上自行租賃住房。二、

實物配租的方式：實物配租是指政府直接提供住房給符合條件的申請對象，

並按照廉租住房的租金標準收取租金。三、租金核減的方式：政府給准予核

減租金的家庭開立核減認定證明，由申請家庭到房屋產權單位辦理租金核減

手續。（劉琳等，2011，頁 106） 

 

3. 「雙限商品房」與「經濟出租房」政策： 

 

「雙限商品房」與「經濟出租房」政策是 2006 年以來、特別是 2007 年

國務院頒佈《關於解決低收入家庭住房困年問題的若干意見》以來，中國國

家住房主管部門和各級地方政府為解決購買經濟適用房人群與購買普通商品

房人群之間、享受廉租房人群與享受經濟適用房人群之間所謂的「夾心層」

人群而嘗試的一項政策。「雙限商品房」即「限制地價」、「限制銷售價格」的

政策性商品房，主要是針對購屋能力介於購買經濟適用房與商品房之間的「夾

心層」（即無力購買商品房，但是又不具購買經濟適用房資格的人群）。 

 

儘管中國行政管理部門與地方政府對於「雙限」的解釋不盡相同，但是

由於政府對「雙限房」提供政策性的補貼，因此嚴格地來說「雙限房」也屬

於保障性住房。「經濟出租房」或「經濟租用房」是近年來與「雙限房」一同

推出的保障性住房，它是為了解決既不能享受廉租房政策、又沒有能力購買

經濟適用房的人群之住房問題而提出的住房保障政策。經濟出租房主要由政

府建設並且以享受廉租房政策與經濟適用房政策之間的夾心層人群為主要對

象，但是經濟出租房或經濟租用房的出租或租用價格比需高於廉租房的租價

水準。（劉琳等，2011，頁 108-9） 

 

「重慶模式」：住房雙軌制的落實 

 

就在前述中國政經社會發展脈絡下、中國政府如火如荼進行「打房」之際，

中國城市住房制度改革出現了關於「重慶模式」的討論。2011 年初出版、名為

《重慶模式》一書的序論中，作者將「重慶模式」視為/定位為「中國發展的新

起點、新轉折與新模式」（蘇偉、楊帆、劉士文，2011，頁 1）；《天下》雜誌同

年以「轉型中國」為題進行專題報導，重慶被視為中國轉型的幾個重要地方實踐

之一，並以「向左走」跟「唱紅打黑」為重慶的發展模式下註腳。（《天下》，2011，

第 481 期，頁 150-2） 

 



「重慶模式」一詞的出現與各界對於創造中國經濟奇蹟的「中國（發展）模

式」的省思有關；或者說，改革開放三十年之後，目前中國發展所面臨的所謂「特

區困境」是「重慶模式」一詞出現在相關討論中與受到重視的歷史脈絡。這裡所

說的「特區困境」，主要是指以深圳特區發展經驗為基礎的發展模式所面臨的困

境；而「重慶模式」則被認為是企圖超越深圳模式的一種探索。2009 年，香港

《亞洲週刊》第六期刊出一則專題報導，提出金融危機下「重慶模式創中國經濟

反攻新路徑」的新觀點，引發各界對所謂「重慶模式」的關注與熱烈討論，而重

慶市與國務院的重要領導人也都開始公開使用「重慶模式」一詞。甚至有國外媒

體評論認為：「如果把中國比做一本雜誌的話，那麼這本雜誌的封面會是北京，

封底是上海，而重慶將是代表著未來發展的下期預告。」（轉引自蘇偉、楊帆、

劉士文，2011，頁 2） 

 

北京清華大學教授、同時也是重慶市國資委主任助理崔之元在接受《天下》

雜誌訪問時指出，如果說 1980 年代的深圳，1990 年代的上海，是中國不同階段

改革開放的象徵，那「2000 年開始，重慶成為中國下一步發展的先行者」。他認

為中國目前面臨的挑戰就是從過去由投資與出口拉動經濟發展的方式轉變為以

內需消費刺激經濟成長；而「這必須要實現共同富裕，這就是重慶的探索」。他

進一步指出，為了達到共同富裕，重慶最迫切需要解決的問題是將農村人口城市

化，才能進一步推昇內需消費，也因此重慶自去（2010）年八月率先進行戶籍改

革，將農民變成城市戶口，讓這些轉為城市戶口的農民也享有子女就學、醫療保

險、社會保障等待遇。其中，與本研究直接相關的政策措施就是重慶也從去年開

始，預計三年內興建四千萬平方公尺的公租房，以解決農民工進城之後的住房問

題。（《天下》，2011，第 481 期，頁 151） 

 

什麼是「重慶模式」？蘇偉等人所著的《重慶模式》一書，可說是至今相關

文獻中對「重慶模式」這個概念進行最詳盡、最系統說明的著作。該書整理了迄

今關於「重慶模式」的各種涵義、解讀與用法，並且指出「重慶模式」或稱「重

慶經驗」可以有三個層面上意義：地方發展模式、問題解決模式、全國轉型模式。

首先使用「重慶模式」一詞並宣傳該模式的香港《亞洲週刊》以及相繼轉載的主

要媒體刊物跟網站所講的「重慶模式」，是指重慶創造的一種與廣東模式、蘇南

模式、溫州模式，乃至於浦東模式等不同的模式；「重慶模式」主要是要「改變

改革開放前期以投資及出口發動經濟的粗放模式」。崔之元所定義的「重慶模式」，

主要是指「重慶創造的國資價值與藏富於民得以攜手並進」的新模式，及「國有

經濟與民營經濟共同發展的國企改革發展新模式和所有制結構新模式」。香港中

文大學教授郎咸平所講的「重慶模式」與本研究更直接相關，指的是他認為唯一

能夠「拯救中國房地產」的「重慶公租房建設模式」。此外，還有不少人將重慶

的若干特殊作法—或「打黑」或「唱紅」、或戶籍改革、或土地市場建設等等，

也都視為重慶模式的內容。（蘇偉、楊帆、劉士文，2011，頁 2-3） 

 



《重慶模式》作者蘇偉等人在書中所定義的「重慶模式」則是廣義的重慶模

式，特別指中共十七大以後的 2007 年底，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員薄熙來主政重慶

之後，重慶市委、重慶市政府在改革開放以來、尤其是重慶成為直轄市以來發展

的基礎上所實行的一系列「新政」，從而形成的一套經濟、政治、文化、（狹義）

社會與生態發展的方式，和由此而形成的發展路徑。他們指出，「重慶模式」不

但是一種與沿海的外向型模式不同的內需型發展模式、一種與沿海的「兩頭在外」

模式有別的「一頭在外、一頭在內」的適合內陸大開發的加工貿易新模式、一種

國企改革與發展乃至所有制結構優化的新模式、一種有效解決民生問題尤其是住

房、醫療、教育等問題的新模式、一種統籌城鄉發展的新模式、一種淨化生態環

境的新模式，而且是以上這些「模式」的總和。總地來說，作者們強調「重慶模

式」是建設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具體模式，一個社會主義與市場經濟可能實現有

效結合的具體模式、一個科學發展的具體模式。（蘇偉、楊帆、劉士文，2011，

頁 3-4） 

 
「重慶模式」出現的脈絡 

 

「重慶模式」出現的脈絡為中國改革開放三十年在經濟與社會快速發展的同

時所累積的五大矛盾之存在，這五大矛盾包括：城鄉矛盾、區域矛盾、經濟與社

會矛盾、快速工業化與城市化與生態環境保護的矛盾、對外開放與國內發展、國

家安全的矛盾。(蘇偉、楊帆、劉士文，2011，頁 4-5) 

 

重慶出現在有關中國城市改革的相關討論中與中國政府於 2000 年開始頒佈

實施的「西部大開發」國家發展戰略有關；「西部大開發」更成為日前公布的「十

二五」計畫的重要內容。西部大開發戰略的提出主要是因為中國改革開放的前二

十年，東部沿海地區因為地理位置跟歷史發展條件的優越性而成為中國經濟發展

的重鎮；在全球資本主義蓬勃發展的條件之下，中國沿海地區以出口為導向的經

濟快速發展厚植了中國成為世界經濟強國的實力跟基礎。但是，就在中國經濟實

力蒸蒸日上的同時，中國內部區域之間不平衡發展不僅成為影響中國整體經濟持

續發展的重要潛在問題之一，因為區域發展差距所引發的社會貧富差距問題也被

認為可能危及中共的統治正當性。 

 

「西部大開發」戰略之所以成為「十二五」計畫的重要內容除了與中國政府

平衡東西部區域發展的想法有關之外，也是中國為因應國際經濟情勢轉變而提出

經濟結構調整計畫，主要是從依賴廉價勞動力與土地成本為比較優勢的出口導向

經濟調整為以擴大內需為主的經濟發展策略。很簡單地說，「西部大開發」戰略

的實施標示著中國現代化建設重心的西移。（李道湘等，2008，頁 1）根據中共

中央的規劃，西部大開發總體計畫分為三個階段：第一個階段為 2001 年到 2010

年，重點為調整結構、強化基礎建設、建立和完善市場體制等；第二階段為 2011

年到 2030 年，重點為培育特色產業、實施經濟產業化與市場化、專業區域的全



面升級等；第三個階段為 2031 年到 2050 年，內容為在現代化經濟體系自我發展

的基礎上加快邊遠山區、落後農牧區的開發、普遍提高西部人民的生產與生活水

準，全面縮小差距。（《中國時報》，2010 年 12 月 03 日） 

 

中國城市住房改革的「重慶模式」 

 

就重慶市的住房政策而言，基本上是依循/配合中央政府自 1970 年代末期改

革開放以來所頒佈的主要住房改革政策來制訂與實施相關辦法；但是，因為整個

西部地區的經濟發展速度不若東部沿海地區快速，重慶市房地產市場的發展相對

平穩，不像北京、上海一樣快速成長而出現因投資客炒作房地產市場而導致的市

場過熱與房價過高問題。重慶市政府認為，重慶房產市場基本上有四個協調：一、

房地產開發投資增長與全社會固定資產投資增長基本協調；二、房地產開發投資

戰全社會固定資產投資額比重基本協調；三、房價的增長與城鎮居民可支配收入

增長基本協調；四、商品房市場供應結構與市場消費結構基本協調。（《第十屆市

情報告會--重慶市房地產發展現狀、政策及前景》，2006 年 08 月 15 日） 

 

以 2009年的情況為例，重慶市房地產投資在固定資產投資中的比重為 18.7%，

低於全國 23.3%的水準；商品房銷售額佔 GDP 的比重為 12.9%，遠低於全國 21.1%

的水準。這意味著重慶地方經濟對於房地產業的依賴程度低於全國的平均水準。

同年，重慶市的平均房價為 3442 元人民幣，跟全國的平均房價相差 1200 多元人

民幣，也說明重慶市房地產市場的運作相對穩定，房價增長的速度與當地 GDP

跟人均收入基本上呈現一致的趨勢（「協調」）。（巴曙松，〈大陸住房的重慶模式〉，

《中國時報》，2010 年 11 月 03 日）也因此，住房改革重慶模式的主要意涵與意

義在於其作為一種有效解決民生問題尤其是住房、醫療、教育等問題的新模式，

以及作為一種統籌城鄉發展的新模式。 

 

根據中國國務院發展研究中心金融研究所副所長巴曙松的分析，「重慶模式」

的主要特徵是透過相關辦法（例如「渝十條」）對房地產市場進行調控並引導「低

端有保障、終端有市場、高端有遏制」的「差別化住房需求政策」或「多層次的

住房供應」。換句話說，重慶模式的基本思路在於：30%-40%的中等偏下收入群

體由政府提供的公共租賃房和棚戶區、城中村改造的安置房予以保障；60%-70%

的中高收入群體由市場供應的商品房解決其居住需求，將房價與「雙職工」家庭

年收入比穩定在 6-7 倍左右；最後則是透過房地產稅的開徵遏制高端商品房市場

和投機性炒房。（巴曙松，〈大陸住房的重慶模式〉，《中國時報》，2010 年 11 月

03 日）重慶市長黃奇帆也表示，重慶目前的住房政策採取雙軌制，30-40%興建

公租房，60-70%興建商品房；公租房可以把經濟適用房和廉租房結合在一起，實

現三位一體。此外，重慶市政府也將透過徵收特別房產稅來建設與維護公租房。

（〈重慶市政府廣建公租房抑房價〉，《中國時報》，2010 年 11 月 03 日） 

 



重慶市目前的住房保障政策是以公租房為主的「一加五」體系，即「公共租

賃房」加上原有的「廉租房」、「經濟適用房」、「危舊房和棚戶區改造安置」、「城

中村改造安置」、「農民工公寓」等五種保障方式。中共政治局委員、重慶市委書

記薄熙來所重視並著力的是「公租房」的部分，主要是針對所謂的「夾心層」群

體包括新生代城市居民、大學畢業生、外來工作者與新就業人員等既享受不到保

障房有買不起商品房的群體為關注對象。（〈遏制高房價各地力推保障住房〉，《中

國時報》，2010 年 04 月 19 日） 

 

中國國務院於 2010 年 4 月 17 日發出《關於堅決遏制部分城市房價過快上漲

的通知》，被稱為新「國十條」，指出國土部門房地產調控的主要三方面內容為：

一、嚴控土地供應，保證 70%的土地供應給政策性住房和中小型商品房；二、嚴

查房地產開發囤地；三、嚴格土地出讓新合同的執行，國土部將依據土地出讓新

合同對房地產項目進行檢查。（〈大陸將推出房市新調控政策〉，《中國時報》，2010

年 07 月 06 日）整體而言，就新「國十條」的要求包括：抑制不合理需求、完善

土地出讓、調整住房結構、加強市場監管來說，重慶可算是已經完全落實中央的

調控政策，並率先掛牌成立全國第一個公租房管理局。 

 

城市住房的重慶模式 

政策原則 基本想法 住房供應體系 

1. 採「雙軌制」，

即 30-40%興建公租

房，60-70%興建商品

房」； 

2. 「 低 端 有 保

障、終端有市場、高

端有遏制」； 

3. 「差別化住房

需求政策」或「多層

次的住房供應」。 

 

1. 30%-40%的中等

偏下收入群體由政府

提供的公共租賃房和

棚戶區、城中村改造的

安置房予以保障； 

2. 60%-70%的中高

收入群體由市場供應

的商品房解決其居住

需求，將房價與「雙職

工」家庭年收入比穩定

在 6-7 倍左右； 

3. 最後則是透過房

地產稅的開徵遏制高

端商品房市場和投機

性炒房。 

1. 商品房； 

2. 保障房：為「一

加五」體系，即「公

共租賃房」加上原有

的「廉租房」、「經濟

適用房」、「危舊房和

棚戶區改造安置」、

「 城 中 村 改 造 安

置」、「農民工公寓」

等五種保障方式。 

結論：重慶模式的理論意涵 

在以改革開放為原則的經濟轉型脈絡下，中國政府為了解決因為社會主義計

畫經濟體制下「重生產、後生活」的發展策略下所導致的城市住房短缺、居住條



件惡劣等城市治理問題而開始進行商品化/市場化的城市住房改革。從 1978 年以

來，商品化/市場化為導向的城市住房改革的主要目標之一是藉由所謂住房投資

與融資的「社會化」手段，透過循序漸進的種種政策措施包括「提租補助」、「出

售公房」、「以售帶租」以及住房公積金制度、住房貨幣化政策等的實施，將原本

社會主義福利分房制度下住房由國家建設與分配的負擔轉變為由中央政府、地方

政府、國有企業「單位」與家戶/個人共同分擔。 

 

房地產業做為中國整體經濟發展的支柱產業之一、城市發展的成長機器，雖

然帶動了相關產業的發展、促進中國經濟快速發展，但是也因為房地產市場蓬勃

發展創造了市場投機炒作的巨大利益，而影響了住房作為主要社會計畫的重要功

能，北京、上海的高房價問題就是一個很好的例子。此外，中國轉型經濟下的若

干社會主義制度遺緒，主要是單位與戶口制度，也影響了中國城市住房改革的成

效。1970 年代末期中國啟動城市住房市場化政策改革以來，「單位」、特別是國

有企業事實上承擔了沈重的福利提供的（政策）負擔，因為它們仍必須負責提供

單位職工的住房，也因此很難與非國有企業在市場上競爭；而這種「單位分房」

與「市場供應」並存的「雙軌制」住房體系，是建立一個統一的房產市場與改革

國企在制度上的一個主要障礙。（Zhu, 2009, p. 253） 

 

一方面為了克服這個社會主義制度遺緒的障礙，一方面為了因應亞洲金融危

機對中國出口導向經濟發展的負面影響包括出口衰退跟大量勞工的失業，中國政

府於 90 年代末期（1998）採行了住房貨幣化的政策，希望藉由將房地產視為一

個「新的增長點」/支柱產業，透過引導民眾對房地產進行消費以刺激房地產相

關產業的發展，減緩大量失業所可能導致的社會不穩定問題。（Zhu, 2009, p. 256）

但是大力推行住房貨幣化政策的社會經濟後果是上海等大城市房產市場過熱而

有泡沫化的危機，以及城市多數居民缺乏住房安全的保障。一方面在社會主義仍

為官方意識型態的「牽制」之下，一方面意識到原本希望藉由住房「市場」的建

立與運作來改善舊制度下住房提供不平等的問題仍舊存在，中國政府在 1995 年

實施了所謂的「安居工程」，希望能平衡對經濟效率與社會公平目標的追求。但

是安居工程因為種種因素問題而沒能落實並達成預期目標；從 1995 年開始實施

到 1999 年之間，就約有 232 個申請加入安居工程的城鎮宣布退出該計畫。這些

問題包括：一、地方政府出讓的土地都是在偏遠的郊區，且聯繫郊區與市中心的

公眾交通運輸建設不足；二、在開發商節省建造成本以增加獲利的考慮之下，許

多房屋建築與設備條件很差、三、房價依舊遠高於中低收入群體所能負擔的範圍；

四、購屋者資格因為沒有依據其收入水準進行審查（means-test）。 

 

上海是討論中國城市住房改革的一個重要例子，具體地說，中國城市住房政

策的「上海模式」是建立在中國改革開放以來以市場經濟（即住房商品化、貨幣

化、市場化）為住房改革政策原則的重要改革經驗之上。上海高房價所引發的關

注與熱烈討論，以及中國中央政府下定決心持續嚴格執行宏觀調控政策，不僅反



映出高房價問題的嚴重性，也顯示出上海模式的困境，也是在這樣的背景之下，

對上海與重慶兩個城市的住房政策改革進行比較具有高度的政策與理論的意涵。

從「住房改革」涉及主要民生問題與城鄉統籌發展來看，比較上海與重慶住房改

革重點在於：一、確認「住房」兼具商品與社會保障政策工具的雙重性質，並強

調住房作為主要社會計畫的重要性；二、就國家的永續發展而言，完善的住房保

障制度是中國城鄉統籌發展成敗的關鍵，而戶口制度改革則是必要的配套措施。 

 

如前所述，住房保障之所以應該以城市常住人口為主而不是戶籍人口，主要

是著眼於城市經濟的持續發展有賴人力資本的積累，這種人力資本的提升可以為

快速城市化進程中產業的發展提供必要且低成本的勞動力，也因此為城市低端遷

移人口提供必要的基本的住房條件是政府不可推卸的責任。這基本上是著眼於國

家經濟永續發展所建立的論述，但至少在論述中以農民工為主力的所為低端勞動

力的民生問題如住房是受到關注的，並牽動導致中國社會經濟不平等的主要制度

結構之一—戶口制度的改革，試圖兼顧經濟發展與社會均等的發展目標。 

 

在經濟發展上以擴大內需為主要戰略的重慶模式中，最迫切需要解決的問題

是將高達 70%的農村人口城鎮化，才能期待進一步推升內需消費潛力。為達此目

標，重慶從 2010 年八月 15 日開始率先進行戶口制度改革，取消農村與城鎮戶口

的區別，至 2011 年十月已經有 230 萬個在城市工作五年以上的農民工取得城市

戶口。為了解決農民工進城之後的住房問題，如前所述，重慶也從 2010 年起預

計於三年內興建 4000 萬平方米的公租房。鴻海董事長郭台銘即明白表示，他之

所以選擇到重慶設廠的原因之一，就是因為重慶有龐大的公租房提供給農民工居

住，鴻海不需負責工廠工人的居住問題。（《天下》，2011，第 481 期，頁 151）

但是住房問題只是攸關城鄉統籌發展的民生問題的一部份，相關問題還包括農民

工子女就學、醫療保險、失業保險、社會保障等都要跟城鎮居民一樣，政府的財

政能力因此成為「重慶模式」成敗與否的關鍵因素。這便牽涉到崔之元受 James 

Meade 提出的「自由社會主義」（liberal socialism）啟發所提到的，以國有企業收

益為主的政府之「第三財政收入」的概念。（前揭書，第 150 頁） 

 

中國城市住房改革從「上海模式」轉變到「重慶模式」的政策意涵，主要在

於中國政府逐漸調整住房政策純粹作為產業經濟/經濟政策的想法，轉而「同時」、

「同等」重視住房政策也是一項社會政策的重要性。在實際政策作法上，如「西

部大開發」內容顯示，中國政府將會繼續在住房市場機制相對落後的城市與地區

推動市場改革，但是就住房體系而言，「市場外的居住方案」/「增加保障性住房」

則成為中國政府房地產調控政策的主要內容；上海與北京等城市也宣稱要推動。

當然，誠如論者所言，重慶模式的成功落實需要一定客觀條件的配合例如土地供

給；重慶與二、三線城市的土地供給潛力遠超過上海、北京等一線城市。另外，

重慶目前所推行的農村戶籍和地票交易制度改革也可以提高土地利用效率，這也

是上海所不具備的制度條件。（巴曙松，〈大陸住房的重慶模式〉，《中國時報》，



2010 年 11 月 03 日） 

 

重慶有全中國唯一的土地交易所，進行地票交易。地票只是一個權利；地票

交易指農民得到城市戶口之後，可以將原本家裡的「宅基地」（房舍）復耕成農

田，農田的承包權仍屬農民所有，但可以將這「地票」送進交易所內，賣給想在

城裡開發土地的房產開發商。一方面，開方商必須去買「地票」，才能換取競標

城市土地使用權的權利；透過競標土地，將土地增值的收益歸為政府所有；另一

方面，將農村建設用地復耕為農田，便能在城鎮化快速進行同時仍守住中國 18

億畝農田的紅線。農民將建地指標拿到交易所進行交易，一畝地約 20 萬人民幣，

85%所得歸農民；而政府從土地增值所獲得的收益等，則作為提供轉城市戶口之

農民工的各項社會保障支出所需。（《天下》，2011，第 481 期；2013，第 534 期。） 

 

就發展理論的相關辯論（「資本主義現代化」vs.「社會主義現代化」）來說，

中國城市住房改革從「上海模式」到「重慶模式」的轉變，基本上並沒有改變中

國持續走「市場經濟」這條道路的原則，也沒有根本地改變之前「住房投融資社

會化」的政策方向。但是，中國住房改革的「重慶模式」很明顯地調整了「上海

模式」過於偏向「單軌制」的住房體系而強調落實「雙軌制」住房體系的。在三

十年的住房改革之後，特別是 1990 年代末期開始的住房貨幣化改革之後，「單位」

不再是國家進行福利分房的主要機構，但是相較於「單軌制住房制度」中國家與

個人/家戶對滿足住房需求的責任分擔，「雙軌制的住房體系」要求國家/政府負

擔比之前更多的住房供應責任，儘管相關主要論述是從城鄉統籌發展或「新型城

鎮化」發展的角度來強調政府在提供公租房方面的責任。住房改革「重慶模式」

成功與否，還有待時間證明；1995 年至 1999 年期間，「安居工程」進行過程中

所出現的種種導致原參與城鎮紛紛退出該工程的問題，重慶模式都可能面臨。另

外，重慶市委書記薄熙來去職是否導致政策改變也值得觀察。但作為薄熙來主政

時智囊之一的崔之元則是樂觀地表示，包括「公租房興建」在內的重慶的城鎮化

經驗，會在政府的「新型城鎮化」戰略中受到推廣。 

 

中國住房改革政策改革（甚至整個國家的發展戰略）基本上不可能有倒 U

型的大逆轉，因為其發展已經相當程度受制/限於資本主義發展的框架；但是，

就算純粹從維持政治社會穩定與中共統治正當性/政權的角度來看，中國政府也

不可能忽視社會主義理想對中國人民在要求社會公平正義方面的重視，以及廣大

社會群體對中國市場化經濟發展所導致的社會不平等/社會極化現象。如果我們

認真看待中國政府所稱的「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為中國國家發展的目標與主要原

則，那麼中國住房改革「重慶模式」的提出與被重視，事實上是中國發展戰略從

完全側重「市場經濟」發展往落實（基本、某種程度）「社會主義」理想的方向

調整。儘管有關住房改革與房地產市場發展所牽涉到的產權私有化的問題可能是

牽涉到我們判定中國發展模式到底是不是依循社會主義現代化途徑的重要問題，

但是，一來論者對於住房這種具「消費財」性質的物品的商品化/市場化是否牽



涉到「生產」工具私有化的問題意見紛歧，二來 James Meade「自由主義社會主

義」的概念事實上可能為任何嘗試將中國發展經驗與模式理論化的企圖提供知識

的來源與刺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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